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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设高质量的自贸试验区,是中国在新时代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步骤。 本文在分析全球典型自贸区代表模式和制度

特征的基础上,系统性总结中国自贸试验区的总体特征与趋势,以及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差异,明确中国在自贸试验区

建设改革中应发挥的使命。 通过分析发现,中国自贸试验区发展存在四大主要问题,包括全球复杂局势带来的新挑战、自贸

试验区建设侧重偏差、制度创新的立法保障缺位、高水平开放支撑动力不足,后续针对性提出了更好发挥自贸试验区作为高

水平开放基点的制度创新对策,期望借此契机完善全国自贸试验区内部联动机制,尽快弥合国内外经贸规则差异,为中国加

快高质量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加速高水平开放的实现,提供有益的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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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自贸试验区”),是中国在新时代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步骤,体现了党中央

的战略部署。 这一举措标志着中国在新的历史阶段继续加速政府职能的转型,积极探索管理体制的创新,
以及推动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化。 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不仅是深化改革的探索者,也是扩大开放的实践者,旨
在为国家的全面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经验。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构建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

体系的重要性,提出了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目标。 中国将积极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积极参

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通过这些措施,自贸试验区将为中国乃至全球

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平衡、共赢的国际经济合作新体系[1] 。
党的二十大报告部署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高到战略层面,赋予了

自贸试验区更加重大的历史使命。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不仅是中国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推动

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平台[2-3] 。 通过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制度创新,自贸试验区积

累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经验,从而加速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网络布局。 历经六次扩容,中国已建

立了 22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延伸至内陆发展中地区,基本覆盖我国的主要经济带。 这

一过程不仅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也为全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自贸试验区是中国顺应全球

经贸发展新趋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重大举措,更是在深圳特区建设 30 年后中国再次开启以开

放倒逼改革试验场的重要标志。
自贸试验区的深化发展对中国实现高水平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自由贸易试

验区在稳定外资、外贸,巩固国际竞争新优势和推动地方产业升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

建立为区内企业提供了更多便利,加速了外贸跨境贸易的流程和透明度。 试验区逐步放开制度创新,形成

了自贸、监管、税收和金融等多个方面的改革试点。 这些试点的积极效果,将有助于推动中国自由贸易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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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进一步成为国际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 自贸试验区致力于打造金融开放的新枢纽,行动早、创新力度大、
创新效果好,持续推动金融领域首创性、引领性开放项目落地,极大地提高了高水平外资投资中国的信心。
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发展过程中,侧重于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鼓励企业开拓市场、创新研发。 这样更

加自由、开放的经济环境,将激发企业更大的活力,进一步带动全国产业升级。
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历程是新时代背景下,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深刻改

革的战略反映。 作为我国深化经济全球化的关键平台,自贸试验区在推动国家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国际

经济合作,以及促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激发市场活力、
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并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这对于维护经济稳健增长和提升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
在此背景下,自贸试验区需深入理解制度型开放的新特点,实现“五个转变”。 自贸试验区自成立 10 年以

来,在推进投资与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 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自贸试

验区成功构建了多个在全球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展现了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的决心和行动。 这些探索和

成就不仅为全球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彰显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扮演的积极角色。 实施自由

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有利于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在国际竞争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充分运

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开放合作中实现经济的质升量增。
自贸试验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以推进深层次改革和扩大开放为主旨,致力于构建与国际

高标准接轨的经济体系。 因此,明晰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发展的困难和对策仍有待深入探讨。 基于此,本
文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对象,在分析全球典型自贸区代表模式和制度特征的基础上,对比各自贸试验区制

度创新的差异所在,系统性总结中国自贸试验区的总体深化特征与趋势及其现存的发展难题,并结合国际

背景对此献计出策,明确中国在自贸试验区建设改革中应发挥的使命,着力推进自贸试验区实施提升战略,
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二、全球典型自由贸易区代表性模式和制度特征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全球自由贸易区的数量相对有限,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 这些自

由贸易区主要从事与对外贸易相关活动,业务范围单一。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自由贸易区作为促进国际贸

易和吸引外资的有效工具,逐渐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纳。 这一趋势带动了自由贸易区数量的显著增长,且其

业务范围也不断拓宽,朝着多元化和综合性的方向发展。 这一现象的明显例证就是科技驱动型自由贸易区

的崛起。 这些自由贸易区通过提供税收优惠、法律保护等措施,吸引了大量国际金融机构和投资者。 随着

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绿色发展理念逐渐被自由贸易区采纳。 总体来看,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反映了全球经

济一体化的深入和国际贸易模式的演变。 自由贸易区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长,其功能和服务范围也在不断

拓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需求和挑战。
在全球范围内,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三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地区经济区域,

旨在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4] 。 这些典型自由贸易区在贸易协定、劳动力量、环境法规以及争

端解决和协调机制方面都存在异同。 在贸易协定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都是自由贸

易协定,开放贸易市场,幅员较大;而欧盟以经济区域化为龙头,通过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合作,在共同市场

和关税同盟的基础上,完成了由经济一体化的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具有更高的一体化程度。
在劳动力量方面,欧盟拥有严格的劳动法规,实行较高的最低工资标准和交易工会的权利;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也包括多项劳工条款,要求各成员国保障工人权利;北美自由贸易区劳动保护法规相对较为薄弱。 在

环境法规方面,欧盟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更加重视环境保护,有严格的环保法规和标准,而北美自由贸易

区在这方面则缺乏许多必要的环保政策。 在争端解决和协调机制方面,欧盟设有欧洲法院和欧洲议会等强

有力的高效的组织机构,能够较好地平衡欧盟内部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同时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

关系,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虽然设有类似于贸易仲裁的机制,但由于利益协调、发展水

平、经济结构、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困难,在协调方面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以此确保协定高效实施,具体

内容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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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球典型自由贸易区代表性模式和制度特征

模式 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 欧盟
 

(EU)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

贸易协议
减少和取消关税和贸易壁垒,保
护知识产权和投资安全

大幅减少内部贸易壁垒,通过共同的关
税制度来保护成员国的共同利益

减少关税和技术性规定障碍、增进投资,打造
自由化、便利化的经贸环境

劳工力量 缺乏一套普遍的劳工标准
通过欧洲劳动标准局来协调不同成员
国劳动标准的制定

考虑了劳工权利问题,承认了国际劳工组织的
劳工标准,保护工人的权利和福利

环境法规 未强制执行环保法规
实行强制性的环保法规,欧盟成员国必
须遵守欧洲环境法律

要求各成员国相关政府机构加强环境保护,减
少污染,推广可持续发展等

最高机构 北美自由贸易委员会 欧盟委员会 中国-东盟峰会

政治合作
北美自由贸易委员会为解决纠
纷提供机制

欧洲议会及其成员国共同管理贸易协
议,同样提供纠纷解决机制

所有国家需平等遵守一些共同的规则和规定,
并定期举行高级别会议

在全球化浪潮中,生产国际化成为常态,全球供应链不断延伸,资源配置变得更加频繁和高效。 这一趋

势对特殊经济区域,如自由贸易区和出口加工区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这些区域需要适应变化,更新

其功能和角色,以维持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自由贸易区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功能定位随着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而不断演进。 从最初的贸易和物流中心,逐步扩展至涵盖金融服

务、信息技术和决策运营等领域,成为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的关键枢纽。
各自贸试验区根据区位条件、基础设施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功能定位以及以出口为

导向的产业集群。 在制度设计上,自贸试验区倾向于简化海关程序,提高通关效率,核心理念是“一线放宽、
二线控制、区内自由”。 为进一步实现便利化,部分自贸试验区采用了“境内关外、区港联动、信息化一站式

管理”的立体式通关模式。 除海关特殊监管外,自贸试验区还提供了较高的投资自由度和金融服务开放度,
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和资金自由流动政策。 在投资政策上,自贸试验区倾向于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放宽

外资准入,简化投资程序,并确保外资企业享有与内资企业相同的待遇。 税收制度方面,自贸试验区通常提

供简化明了的税收政策,并给予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如对外来商品免税等。 在金融领域,自贸试验区的开

放措施包括放宽外汇管制、推动资金自由流动以及开放金融市场,促进金融创新服务的发展。 这些措施不

仅提高了自贸试验区的国际竞争力,也为全球经济的开放型管理体制提供了新的思路,使自贸试验区的便

利化和自由化政策优势向外辐射,进而强化腹地经济对整体发展的支撑。

三、中国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深化演变特征与趋势

(一)中国自贸试验区深化演变的特征和趋势

第一,自贸试验区范围逐步扩大。 自 2013 年 9 月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运行以来,中国自贸试验区历经

七次扩容达到 22 个,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延伸至内陆发展中地区,基本覆盖中国的主要经济带。 其中,上海

自贸试验区先后实施了三版总体方案,并于 2019 年增设临港新片区。 上海自贸试验区共历经两次扩容,已
发展成为包含多个关键功能区的综合性经济区域,这些区域共同构成了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多元化经济结

构。 这一区域已成为吸引国际投资的重要平台,为全球企业提供了丰富的商机和优越的投资环境。 从成立

初期的 28. 78 平方千米逐渐扩大到现在的 120. 72 平方千米,包括陆地、水域和空域。 由此,中国自贸试验区

范围的不断扩大,为更多的企业和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空间[5-6] 。
第二,深化金融改革和创新。 自贸试验区自设立之日起到如今的新时代,率先在金融领域的自由贸易

账户、跨境投融资便利化、人民币资本项目一体化等重大领域开展试点改革,推动金融体系与国际准则的接

轨,加速金融市场的开放步伐。 例如,推行自贸账户管理制度,放宽资金流动限制;设立外资银行、保险公司

和证券公司的子公司,引入外资金融机构;探索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化;推动跨境资金池和人民币离岸中

心等。 这些金融改革和创新举措有助于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提升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水平。 在国内

各自由贸易试验区共同协作推动金融改革与开放的助力下,本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中国金融中心在全球的地位与名声持续提升。 尤其是上海,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的排名自 2015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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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来显著提升,从第 21 位跃升至 2022 年 3 月的第 4 位。 这一变化反映了上海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和国

际化程度的显著提升[7] 。 上海外资金融机构占比在 2021 年底超过 30%,进一步巩固了上海作为中国金融

开放前沿阵地的优势地位。
第三,放宽市场准入和外资管理。 在 2018 年,中国通过集中力量推进“三区一堡”的战略部署,在全国

自贸试验区内完成了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 进一步降低了自贸试验区内市场准入的门槛条件,减少了外商

投资的限制性措施,相关特别管理措施被压缩至 45 条。 自贸试验区在跨境服务贸易领域率先实施了负面清

单管理模式,并建立了与国际高标准接轨的“单一窗口”贸易系统,大幅提高了通关速度,货物整体通关所需

时间缩短约三分之一。 自贸试验区通过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和简化外资管理程序,吸引了一批外资企业在这

里设立投资项目。 例如,自贸试验区内的外资企业可以享受更加便利的注册、资本金、人民币跨境资金流动

等政策待遇;自贸试验区还试点了一系列自贸试验项目,除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外还有一地两检、跨境电商

等,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加便利的投资环境[8] 。
第四,贸易更趋便利化。 中国自贸试验区通过在贸易监管体系上的创新,极大地促进了区内贸易的便

利性。 自贸试验区鼓励如跨境电商、保税展示、平行进口、保税维修等新的贸易模式,促进了贸易方式的多

样化。 创新货物状态分类监管模式有效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同时显著提升了货物通关速度。 此外,海关

监管方式的革新也为商品流通带来了显著优势,既减轻了产品流通成本,也缩短了产品流通周期,以此提高

企业出口产品的贸易效率。 检验检疫监管制度的改革确保自贸试验区内的进口商品与国际市场保持同步,
有助于区内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

第五,创新产业和科技驱动。 中国自贸试验区着力推动创新产业和科技驱动发展,鼓励引进和培育高

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和创新平台。 自贸试验区内涌现出了一批优势产业,如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生物医

药等,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聚效应。 自贸试验区还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和产业升级。 例如,在 2023 年,上海自贸试验区内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0. 2 件,技术

合同成交额达到 4850. 2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22. 7% 和 21. 1%,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21. 2%。 自贸试验区内,主要经济指标得到了进一步提升[9] 。
(二)中国自贸试验区深化演变的主要制度创新

第一,在投资管理方面,负面清单不断缩减。 从 2013 年版的 190 项措施缩减到 2014 年版的 139 项,再
缩减至 2015 年版的 122 项,继而减少到 2017 年版的 95 项,最终减至 2018 年版的 45 项,2019 年中国进一步

简化了外商投资的负面清单,将其数量减至 37 项。 这一举措配合了一套详细的特别管理措施,以适应不同

行业的特点。 此外,政策明确指出,除负面清单所列项目外,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对外资企业设置任何准入

门槛,这一规定进一步加强了对外资企业享有与国内企业同等待遇的保护,确保其在市场准入后的权益得

到充分保障。
第二,在贸易监管方面,“单一窗口”模式在不断地探索与实践。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在 2014 年开始实

施“单一窗口”模式,以此作为简化贸易流程的关键措施。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多个自贸试验区的

“单一窗口”在 2019 年实现了全面网络化运作。 这一系统整合了 84 个电子口岸系统和 62 个业务模块,确保

了业务信息在各部门和机构间的流畅交换。 这一制度通过“一个平台、一次提交”的方式,实现了为达到单

证合规付出的时间及成本的大幅压缩,减轻了企业的经营压力,同时又提高了贸易效率和贸易积极性。
第三,在金融创新方面,进一步加强了事中事后监管,极大地优化了营商环境。 中国自贸试验区在成立

后构建设立了自由贸易账户系统,稳步开放资本市场。 在自贸试验区内实施的事中事后风险监管体制,显
著促进了中国金融领域向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转变。 在中国自贸试验区的促进作用下,国内金融市场与全球

金融体系的互动性得到了显著加强。 通过推出自贸通、沪港通、债券通、深港通等举措,不仅促进了金融市

场的结构优化,还与国际市场实现了有效对接。 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进一步规范和明确了自贸试验区内

的金融管理,增强了其规范性、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 在金融科技领域,自贸试验区正积极探索和推动创新

应用,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具有独创性竞争力的金融科技生态系统。 此举不仅加深了金融科技的

使用成果,还使金融服务得到了优化契机,显著增强了该领域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有助于绿色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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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最终实现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在政府治理方面,围绕“放管服”的要求,政府转变自身职能。 中国自贸试验区的管理体制发生了显

著转变,其核心在于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并在此框架下优化政府职能。 政府公开了行政权力和行政责任清

单,增强了政府透明度并接受公众监督。 为简化行政程序,自贸试验区推出了首份“减权清单”,这是简政放权

的具体体现。 自贸试验区在推进创新和开放的各领域中,严格遵循“放管服”改革的指导原则,对多项审批程序

进行了简化和优化,从原来的前置审批转变为对审批过程和结果的监督。 这种管理方式的创新对于政府治理

体系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自贸试验区采纳了“单一窗口”和“证照分离”等改革措施,并在行政执法体系

中进行了改革,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的监管方式。 这些政府职能的转变更好地适应了市场经济的需求,
实现了政府管理体系的创新,促进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国际化,同时有效地激活了市场潜力。

第五,在法律保障方面,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机制。 中国自贸试验区正致力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行

政执法体系,包括专利、商标和版权等多个领域。 部分自贸试验区如上海已建立起集知识产权和执法于一

体的综合管理体系,实行对专利、商标、版权等的集中管理。 针对区内商品流通特点,自贸试验区正在积极

探索并实施包括司法保护和行政监管在内的多样化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与过境贸易

自由的利益,以符合国际高标准的规则体系。 诸如此类的措施旨在建立国家层面的商事仲裁机构,通过制

定合规合理的相关政策法规,筑起法治信任架构,打造公平开放的营商氛围,以提升外商投资者对本土自贸

试验区长期稳定增长的发展预期。
(三)自贸试验区深化演变对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影响

第一,促进了中国与国际市场的对接。 中国自贸试验区不仅拥有便利、高效的投资通道和投资环境,而
且拥有成熟的金融体系和高效的物流管理系统,可以极大地提高国内外企业的合作水平和效率,加强中国

与全球投资者的联系。
第二,推动了我国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影响力的提升。 中国自贸试验区的建立优化了金融

和航运领域的管理和监管,并扩大了金融和航运市场。 同时自贸试验区设立了自由贸易账户、跨境资金流

动机制、国际结算平台等多项举措,为金融和航运领域提供了诸多实际便利,显著提升了中国在国际金融和

航运领域的影响力。
第三,拓展了中国的贸易领域。 中国自贸试验区大力推进了自由贸易区建设,加速了吸引外国投资和

促进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自贸试验区在金融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实践,涵盖外汇管理便利化、跨
境资本流动到创新融资模式等多个方面。 基于以上举措,自贸试验区为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发展提供了新的

动力和方向,提高了金融以及贸易自由化水平。 这些新的自由和服务,可以大大提高贸易便利和效率,推动

国际贸易活动的繁荣发展。 随着自贸试验区的不断进步,贸易流程正变得更加简易高效,节省了不必要的

中间环节,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削减贸易交易成本,从而直接提升经济效益。
第四,提高了中国的综合国际竞争力。 全国自贸试验区的建立和深化演变推进了市场经济化和便利化

的进程,加速了中国的产业升级。 2021 年,全国自贸试验区以培育全产业链为发展目标,通过拓展产业链上

具备竞争优势的环节、推动传统产业链转型升级等,加快构建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全产业链体系,提升特色

产业链国际竞争力。 同时,自贸试验区结合解决中国“卡脖子”技术以及增强国际竞争力等,布局新能源汽

车、新材料、量子信息、氢能等产业。 中国通过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实现了对外资企业的服务和扶持,自贸试

验区通过提供更为便捷和优质的投资服务,为投资者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区内的税收激励措施和资金

扶持政策也助力了企业的快速发展。 此外,通过人才引进等方式,提高了国家层面的创新水平,提升了综合

竞争力。

四、主要存在的问题

一是,聚焦高水平对外开放前沿领域规则博弈愈加激烈。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不断,国际商贸规则遭遇

严峻考验,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 这些因素可能加剧全球在开放前沿领域规则的竞争,对中国的出口总

额产生负面冲击。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自贸试验区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在科技创新、投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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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人工智能治理、数字贸易等领域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已成为国际竞争和合作的重要内容[10] 。 发达国家在

这些领域通常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由此形成了一种主导地位,并通过各种国际平台和多边机构进

行规则博弈。
发达国家通常在科技创新方面拥有较多专利及技术优势,它们倾向于通过自贸试验区推动知识产权保

护、技术转让和研发合作等方面的规则,以独占并扩大其技术优势。 在投资便利化方面,发达国家推动简化

审批流程、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等措施,以吸引外资并促进本国企业“走出去”。 同时,它们也关注投资保护和

争端解决机制,确保投资安全和收益。 另外,随着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发达国家在自贸试验区推动相关规则

的制定,包括数据保护、隐私权、算法透明度和伦理标准等,以引导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并确保其在国际竞

争中的优势。 在数字贸易领域,发达国家通过自贸试验区推动电子商务、数据流动、数字服务和数字产品等

方面的规则制定,以促进数字经济的开放和融合。 在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寻求国际规则制定的

话语权,以保护自身利益并促进本国产业发展,由此引发了日益激烈的自贸试验区规则制定博弈。
二是,自贸试验区边境后措施一体化规则深化,仍需加速推进。 对于高水平开放支撑来看,中国自贸试

验区溢出效应有限,与高标准国际准则存在较大差距[11] 。 一方面,协同监管方面与国际标准差距明显。 国

际贸易的监管要涉及海关、质检、工商、税务、外汇等多个部门,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需要各部门协同合

作,这种协同需要统一而兼容的数据标准及相应的基础设施、国际数据的无缝对接。 目前自贸试验区无法

做到这一点,一些创新举措主要体现为各自部门内部的效率提升,难以体现出全局性的特点。 另一方面,标
准流程和工作机制也达不到国际标准。 以单一窗口为例,与主要发达国家与地区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

距,主要表现在:覆盖部门少、开展的功能少、相关法规欠缺、数据源没有接轨世界海关组织的数据模式等。
国际上单一窗口功能应包括进出口和转口贸易,中国的自贸试验区的单一窗口当前仅包括一般贸易进口货

物的申报与结果反馈、船舶出口岸联网核放。 同样以负面清单为例,全国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目录均按

照我国产业指导目录编制,与联合国产品分类标准不同。
随着全球经贸规则的不断演进,加快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

试验区网络,仍需加快在边境后措施一体化方面的自贸试验区改革深化,加速投资、数字经济、环境治理以

及国有企业方面的改革。 同时,自贸试验区的政策执行涉及多个部门和层级,如何确保政策的一致性和协

调性,避免政策执行中的“中梗阻”现象,也是推进边境后措施一体化规则深化面临的难题。
三是,提升自贸试验区改革的制度创新效应,亟须进一步增强国家层面的立法保障。 中国《立法法》明

确海关、财政、税收、外经贸、外汇等政策只能由国家立法进行设定。 虽然现有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由中央政

府批准,但其法律地位是由地方政府立法确立和地方政府规章支撑。 自贸试验区在推进改革时,受到现有

法律和行政体制的限制,改革自主权有限。 这导致部分创新措施难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施,影响了改革

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对法律规范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过度依赖地方立法可能会被地方

保护主义思想影响,使得法律制定缺乏规范性和科学性。 此外,外商投资管理的法规和制度体系需要完善,
当前中国的“外资三法”滞后于自贸试验区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一系列创新改革举措,在目前

“外资三法”的基础性法律框架范围内,一些体制机制的难点问题难以得到系统性推进和解决,无法覆盖外

商投资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制度体系,统一立法工作迫在眉睫。
为保障法律实施效果,需配备周密的程序设计和配套的监督体系。 通过周期性监察、提高执行透明度

及对违规行为的严肃追责,强化法律威严,确保立法保障公平落实,为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护民众权利提供法

律支撑。 从自贸试验区的自主创新制度文本来看,对于保障制度执行的具体规定较为匮乏,通常只是泛泛

提及监督、审查和问责等概念,而没有详细的操作性内容。 此外,现有规定更多关注于监督管理方面,而对

于违反自主创新规定的行为,未有充分文本提供具体处理措施。
四是,主动对标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亟待加快深层次的自贸试验区水平深化和垂直深化。 构建面

向全球高标准自贸试验区战略,要注重探索中国自贸试验区的水平深化及垂直深化。 目前中国虽已对多

项双边或多边自贸协定进行重订升级,并顺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RCEP)深度嵌入亚太

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但中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数量稀少,自由贸易协定( FTA)仍处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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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深化的发展过程。 同时,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签署的 FTA 在 WTO+条款上较为深入,而在 WTO-X 议题

中的覆盖率较低,这意味着在一些新颖的贸易议题上,中国的自贸协定尚未达到国际高标准层次。 中国

签署的自贸协定的部分条款内容较为基础,缺乏针对具体某项领域的严格规范,如在投资、资本流动、知
识产权等领域的条款存在细化空间,尤其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金融开放等新兴领域的制度创新成果尚

且不足,深度条款的垂直深化仍需不断加强。 此外,中国已签署 FTA 的部分关键条款设置尚未形成统一

标准和方略,内容较为零散,而欧美等发达国家构建的 FTA 中的相应规则已相对成熟。 这对中国在未来

探索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DEPA)等国际性

高标准经贸协定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

五、主要对策

第一,强化自贸试验区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联动。 面对全球不确定性的挑战,中国自贸试验区应主动

寻求国际合作,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探索与“一带一路”合作新模式。 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拓展外

部市场,中国自贸试验区可以从全球市场中获得更大的机遇和资源,实现国际间的互利共赢。 加强自贸试

验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包括交通、物流、信息网络等方面,以提高区域间的联通

性和贸易便利性。 在双循环大格局下,必须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与“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相结合,加快构

建特色跨境产业链,鼓励区内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高端制造、高新技术、绿色能源等领域的产业

合作和转移,在优势产能输出、本土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方面进一步实现开放战略的升级,推动落实全球

化倡议,共同应对全球经济挑战。
第二,完善服务贸易支撑体系。 为促进国内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需持续优化贸易结构,推动传统服务

贸易提质增效,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支持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包括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信贷支持等,以降低

企业运营成本,鼓励创新及服务出口[12] 。 积极抢抓后疫情时代人员要素流动加快契机,强化服务贸易的人

才培养和引进,通过教育合作、专业培训、国际交流等方式,提升服务贸易人才的专业技能和国际视野。 支

持部分服务领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着力发展

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子商务,构筑形成新的国际竞争优势。 同时,壮大服务贸易主体,加强并多元化与主要服

务贸易伙伴的合作,参与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 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市

场准入限制,简化审批流程,优化服务贸易的营商环境,以更好的“管得住”推动更大力度的“放得开”,吸引

更多外资进入服务贸易领域。
第三,加强国家层面的立法保障。 自贸试验区的立法保障必须确保法律的普适性和前瞻性,同时为自

贸试验区的制度和机制创新改革提供坚实的法治基础。 国家可以通过立法授权,赋予自贸试验区一定的立

法自主权,同时明确自贸试验区的法律地位、管理体制、功能定位、政策支持等内容,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制

定适应自身发展需要的地方性法规。 对现有的与自贸试验区相关的法律法规,需进一步梳理完善,确保自

贸试验区的改革创新举措有法可依,同时设立自贸试验区法律法规的动态调整机制,使其及时适应自贸试

验区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国际经贸规则的变化。 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不断提升自贸试验区在国家层面的立法

支持,可以为自贸试验区的自主创新提供更加权威和稳固的法律基础。
第四,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试验区网络。 在当前全球经贸规则面临重构压力和经济全球化格局

重塑过程中,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迫切需要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全面深化改革,稳步扩大制度型

开放。 在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需要积极发挥自贸试验区的重要和独特作用,将自贸试验区

作为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利的重要平台,将加快高水平、高标准自贸试

验区建设作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点予以实施,依托自贸试验区自身战略定位和区位优势,在构建自贸试

验区的制度框架时,应重视与当前国际标准的一致性,吸收国外自贸试验区的成功经验,以建立起一套既符

合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又能适应本土实际情况的基本制度和监管体系,促使自贸试验区与自由贸易协定网络

深入对接,与自贸协定网络形成国内国际市场开放、资源要素内外循环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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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a
 

high-quality
 

China
 

Free
 

Trade
 

Pilot
 

Zone
 

is
 

of
 

milestone
 

significance
 

i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proces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representative
 

models
 

and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ypical
 

global
 

free
 

trade
 

zones,
  

summarizes
 

the
 

overall
 

deepen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China’s
 

pilot
 

free
 

trade
 

zones,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s
 

i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each
 

pilot
 

free
 

trade
 

zone
 

was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and
 

the
 

role
 

that
 

China
 

should
 

play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of
 

pilot
 

free
 

trade
 

zones
 

was
 

clarified.
 

Through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four
 

main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
 

pilot
 

free
 

trade
 

zones,
  

including
 

new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complex
 

global
 

situation,
  

deviation
 

in
 

the
 

focus
 

of
 

pilot
 

free
 

trade
 

zone
 

construction,
  

lack
 

of
 

legislative
 

guarantees
 

fo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insufficient
 

support
 

for
 

high-level
 

opening.
 

Subsequently,
  

targete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measures
 

have
 

been
 

proposed
 

to
 

better
 

leverage
 

pilot
 

free
 

trade
 

zones
 

as
 

the
 

basis
 

for
 

high-level
 

opening.
 

It
 

is
 

hoped
 

that
 

this
 

opportunity
 

will
 

be
 

used
 

to
 

improve
 

the
 

internal
 

linkage
 

mechanism
 

of
 

the
 

national
 

pilot
 

free
 

trade
 

zones,
  

eliminate
 

differences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provide
 

useful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China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pilot
 

free
 

trade
 

zone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high-
level

 

opening.
Keywords:

    

free
 

trade
 

pilot
 

zones;
 

deepening
 

characteristics;
 

high-level
 

opennes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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